
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

形成过程中的领导作用
徐　波

　　在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巨大转变中,中国共产党制订了
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。根据近年陆续公开的大量原始档案材

料,目前情况已经逐渐明了: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和解、共御外侮的

转变中,张闻天乃是领导中共实现转变的核心领导者。按照实事求

是原则,笔者拟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、完善过

程中的领导作用作一分析。

一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订者

　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,中国共产党曾提出“以民族革命战

争,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”的口号,主张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结

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。但与此同时,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又一再强

调推翻国民党政府,打击国民党内的各个派别和中间阶级, 拒绝

“国防政府”的口号。其结果,中国共产党不仅未能与各种力量结成

统一战线,反而使自己陷于严重孤立的局面。1935年 8月,中共驻

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曾以中共中央委员会、中华苏维埃中央

政府的名义拟订了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,史称《八一宣言》。

它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人民统一战线的新精神, 呼吁国内

各党派、各军队“停止内战”, 成立全中国统一的“国防政府”和“抗

日联军”。但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长征途中, 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早

·167·



已中断,并不知道《八一宣言》及其内容。� 因此,中国共产党由国

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策略转变, 虽也有共产国际的推动, 但主要是

中共中央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启动的。在这一过程中, 作为中共

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审时度势, 以民族大局为重,不为种种复杂的

表面现象所惑,果断地调整策略思想,成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

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订者。

　　张闻天策略思想的转变并非偶然。前述九一八事变后,中共中

央曾提出“民族革命战争”及下层统一战线口号; 1933 年 1月 17

日,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了《为

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,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

日宣言》。张闻天自 1932年2月回国后,即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

之一,起初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,后进一步担任中共临时中央

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, 一开始即参与了上述策略的制订。与当

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不同的是,博古仅把这当作一种宣传口

号,而张闻天则从“九一八”后不久即首先在中共党内明确提出:应

反对“关门主义”,把统一战线看做是一种行动的策略; “‘三条件’

是宣传的、也是行动的口号,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”� ;有可能和反

动营垒的个别上层分子建立统一战线。这表明, 张闻天是中共中央

领导层中实际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的人。

　　1935 年 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时, 日本正将侵略矛

头从东北延伸至华北, 大肆策动“华北自治”,图谋将华北变成第二

个“满洲国”。日本的疯狂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, 引起国内

外各种矛盾关系的变化。针对这一情况,红军刚刚到达陕北, 张闻

天即于 1935 年 10月 22日在陕北吴起镇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

议,明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了“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”,把

·168·

�

� 张闻天:《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》,见《遵义会议文献》,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,第

78页。

至 1936年 7月 6日,中共中央才恢复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。



土地革命战争“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”的新的战略任务。� 以

此次会议为标志, 张闻天率领中共中央揭开了战略转变的序幕。

　　11月 3 日, 根据张闻天的建议,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

央领导分两部分行动, 毛(泽东)、周(恩来)、彭(德怀)率红一方面

军南下同徐海东、程子华所率红十五军团会合,展开军事行动,以

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“围剿”;张闻天率其余中央

领导及中央机关北移瓦窑堡“安家”。到瓦窑堡后,张闻天以全力投

入中共战略策略的转变工作。11月 13日, 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

议,指出: 当前的任务是“发动群众,粉碎敌人军事进攻, 准备与日

本帝国主义作战”。� 根据此一精神, 当日,中共中央发布了《为日

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》及《关于开

展抗日反蒋运动的决定》两个文件, 对统一战线策略作了新的解

释,强调和号召“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部队⋯⋯都应该

联合起来”,以“一切斗争方式”来展开抗日反蒋斗争。 

　　11月 17日, 张闻天又写了《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

命战争的紧迫》一文, 对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作出了进一步的新阐

述。文章指出:目前“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任务,就是经过怎

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, 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,推

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,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

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”。!文章打破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策

略的严重局限,明确地提出了“利用上层的统一战线”,并取得统一

战线的领导权,“把将要到来的伟大的中国民族革命战争放在自己

的领导之下”的策略思想。∀

　　以上情况表明, 张闻天在启动中共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抗日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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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策略转变的开始,即敏锐地预见到了中共战略转变的方向、道路

和原则等基本理论问题,为这一转变划出了基本的轨迹。

　　11月 18日,张浩(林育英)从莫斯科回国到达瓦窑堡, 向中共

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“七大”精神和《八一宣言》。国际“七大”精神

及《八一宣言》与中共中央策略转变精神是一致的, 同时在具体内

容上又有一些新的提法,如不再将中间力量视为危险敌人,以及号

召组成全国的国防政府、抗日联军等。在吸收这些新内容的基础

上,张闻天结合国内外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,进一步全面地加速启

动中共策略转变的巨大车轮。11月底,张闻天召集中共中央政治

局会议,专门讨论策略转变问题。在会上张作了《反对日本帝国主

义侵略的策略》的报告和结论。在《报告》中,张闻天指出: 目前中国

共产党的任务是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,“反对最主要的敌人”日

本帝国主义, 这种统一战线不只是宣传口号,而且要变成实际的行

动;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, 是建立统一战线的“一个主要环

子”;关门主义则是阻碍统一战线的最主要的危险。他号召“同党内

‘左’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”。�

　　作为具体的行动步骤, 11月 28日,张闻天主持发表了著名的

《抗日救国宣言》(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革军委名义发表)。《宣

言》宣布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同全国各种力量组织“抗日联军与国

防政府”, 并具体提出了组织抗日联军、国防政府的“十大纲领”。�

12月 6日,张又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对富农的政策问题。他在会

上作报告和结论, 指出,为适应形势变化,“要改变我们对富农的策

略”。 根据报告和结论,会议正式作出《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

定》,决定放弃过去“加紧反对富农”的“左”的政策,而代之以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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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中立富农的政策。� 以此《宣言》的发表和对富农政策的改变为

开端,中共以实际行动拉开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序幕。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,上述转变和策略调整都是由张闻天主持的。张

在作出这些重大决策的同时,也数次派人送信或以电报与在前线

的毛、周、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气,征求意见,因此, 中共策略转

变也是领导层的集体决定。但是,张闻天在中共策略转变过程中显

然起到了主要领导作用。

　　为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通过正式程序确立下来, 中共中

央于 1935年 12月 17日至 25日,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

会议,即著名的“瓦窑堡会议”。张闻天主持了这次会议, 在会上作

了关于“政治形势与策略”的报告,并代表政治局起草了著名的《关

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》(即《瓦窑堡会议决议》)。《决

议》明确指出: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“正准备吞并

全中国”, 在这种形势下,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自己的政策, 以“最

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(下层的和上层的)”作为党的新的策略

路线, 并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。; 国防政府与抗日

联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与最高的形式,中国共产党必

须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; “在目前说来,‘左’的关门主义,是

党的主要危险”,号召全党为坚决执行党的策略路线而斗争。� 会

议之后, 12月 27日,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

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的报告,对《瓦窑堡会议决议》作了

传达和阐发。

　　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正式转变的起点, 是一次

至关重要的会议,它为迎接抗日新高潮的到来做了理论上和政治

上的准备。张闻天不仅是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者, 也是会议的领

导核心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过去史学界仅突出会后“传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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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”的作用,而对张闻天所作的会议报告及由他起草而成的会议

《决议》,则采取了忽视的态度。事实上,张闻天关于政治形势和策

略任务的报告是会议的主报告,《瓦窑堡会议决议》是会议确定的

纲领性文件;而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》则是对会议精神和

《决议》内容的传达、说明、阐释。就两者的内容看,后者所传达和说

明的基本问题,如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, 中共

的策略路线和若干政策的改变,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等,都是前者已

经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和规定的,而不是别作新解。关于这一点,

只要将原文加以对勘, 两者之间的主辅关系便也显而易见了。

二　调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

　　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,是在国共双

方尚处于严重的政治对立、军事对抗的形势下形成的, 因此,它是

以“抗日反蒋”和“人民共和国”为口号,抗日与反蒋并举。随着局势

的变化,国民党内要求抗日的力量增长,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逐

渐有所改变, 国共双方也开始进行秘密接触。根据这些变化, 张闻

天和中共中央逐步调整策略方针,改变“抗日反蒋”、“人民共和国”

的口号,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纳入统战对象之内, 从而使抗日民

族统一战线策略发展到新的阶段。在这一调整中,作为中共中央的

总负责人,张闻天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,代表和主导着策略调

整的正确方向。

　　在 1936年 3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, 张闻天即

已指出: “目前的关键, 是建立统一战线”,“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

平,联合抗日”。� 此后,中共中央逐渐开始以“停止一切内战, 一致

抗日”口号代替“抗日反蒋”口号。4月 6日,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

上进一步指出: 由于“蒋介石内部起分化”,因此, 中国共产党的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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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是在军事上采取“坚决的行动”的同时,“另一方面,还是积极的

和他进行外交”。� 4月30日,在《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

问题》一文中,张闻天指出: “共产党员应该把争取白军官兵到抗日

战线上来,当做在目前形势下比职工运动还要来得重要的任务。没

有几百万白军官兵的参加, 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将发生极大的困

难。”同时,“没有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, 大规模的抗日的民族革命

战争的展开是不可能的”。� 此后,中共在公开发表的“宣言”、“通

电”中(如 5月 5日发表的《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》) ,逐渐不提

“讨蒋”, 而代之以“抗日讨逆”口号,并表示了“促进蒋介石氏⋯⋯

最后觉悟”的态度。 

　　6月 20日,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二中全会,正式提议: 立即停

止内战, 合作御侮救亡。并宣布: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

织、任何中央委员、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的救国的谈判。”!

不过在当时, 蒋正调动军队向陕北苏区进攻,中共在实际上也仍未

放弃“反蒋”方针。

　　8月初,南京方面致函中共中央,提出谈判的若干条件。8月 8

日,共产党方面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

保安。潘带来共产国际执委会议关于以南京为主要谈判对手的指

示和关于国民党方面新意向的一些情报。根据这些情况, 8月 10

日,张闻天在保安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,讨论时局的变化情况和中

共的对策。会议上,在关于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的问题上没有大的

歧异,在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上则出现较大分歧。当时, 毛泽东对

蒋的抗日倾向表示怀疑, 因而主张继续“倒蒋”, “从政治上去击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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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”,使其“完全瓦解”、“完全破产”。� 张闻天的见解与此不同。他

提出并阐述了在新的形势下争取实现国共合作、包括与蒋和南京

政府联合的新的策略思想。基于对形势变动的敏锐观察,张指出,

当前蒋和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态度虽不能说已有基本的改变,但

已表现出“战术上有许多变动”, 在策略上也“开始表现他的动摇”,

这是有利于抗日大局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共的策略方针应该进行

调整, “不仅揭破他的欺骗, 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”,使之作为一

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转向抗日。在讲话中,张闻天对于中共在新

形势下应采取的策略原则, 如怎样推动蒋和南京政府的动摇; 怎样

在统一战线中在既承认蒋和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及取消红军和苏

维埃的同时, 又争取中共的领导权;怎样大力发展中共组织和红军

力量;以及怎样在党内既反对“左”的关门主义, 又“防止蒋在统一

战线的叛变, 记取 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”等,均作了深刻而具体的

论述。�

　　经过讨论,在主要是根据张闻天所提出的新的策略思想的基

础上, 会议确定了和南京谈判的基本方针,即:承认南京是一种民

族运动的大的力量,“抗日反蒋”并举的策略目前已不适宜,要与蒋

和南京谈判联合和合作,扩大统一战线。同时, 会议还确定了同南

京谈判的基本条件。 

　　会议之后, 8月 12日, 以张闻天为首的八名政治局委员在联

名致朱德、张国焘、任弼时通报会议决定的电报中,将会议所确定

的新的策略思想概括为“请蒋抗日”。!同时,张闻天开始根据会议

决定拟写“公开宣言”和“秘密文件”, 即 8月 25日公开发表的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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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引同上,第 337页。

引同上。第 351页。

1936年 8月 10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,转引自程中原《张

闻天传》,第 336页。

1936年 8月 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“报告”、“结论”记录,转引自

《学海》1990年第 2期,第 64—69页程中原文。



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》和 9月 1日对党内下发的《关于逼蒋抗

日的指示》两个重要文献。

　　在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“请蒋抗日”,促成

国共再次“联合”、“合作”的方针基础上, 8 月下旬,中共中央接到

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的电报。电报精神与中共 8月政治局会议

精神一致。但同时又增加了若干新的提法,如“民主共和国”口号

等。在吸收“国际电报”中一些新的提法之后,中共中央决定将“苏

维埃人民共和国”口号变成“民主共和国”口号, 并将“请蒋抗日”进

一步变为“逼蒋抗日”方针。8月 25日,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张

闻天起草的《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》,以“蒋委员长”、“贵党”

等称谓向蒋和国民党提出“国共重新合作”, “立即停止内战,组织

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, 发动神圣的自卫战争”的倡议。� 9月 1日,

中共中央又向党内下发了张闻天起草的《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

示》的秘密文件。

　　9月 15至 17日, 中共中央在保安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张

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《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

线问题》的报告; 17日,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《中共中央关于

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》。报告和决议指出,在

目前形势下, 南京政府有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, 而且推动南京

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,是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战争之必

要条件,因此,中共中央决定用民主共和国口号, 代替苏维埃人民

共和国的口号。中共现在的策略方针是“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”、

“逼蒋抗日”。同时,报告和决议还在 8月会议的基础上, 对统一战

线的基本策略原则, 作了进一步系统而精辟的阐述, 如: 在维护合

作抗战的基础上, 绝不放松对国民党错误政策的批评斗争;发挥中

共在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; 坚持中共对苏区和红军的绝对

领导, 保持中共和红军的独立性及在统一战线下大力巩固与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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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和红军,等等。�

　　“逼蒋抗日”方针的确立,是中共策略的重大调整,它标志了中

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完善和成熟。上述工作的完成,无疑是

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努力的结果, 但其中,张闻天的主导作用也是十

分明显的。

三　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

　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, 是国共重新合作、抗日统一战线初步形

成的标志。而在当时复杂而紧张的情势之下,能否正确地提出解决

事变的对策, 这对中国共产党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。由于事变发生

突然,事变之后,不仅国际上英、美、苏、日分持不同立场; 国内国民

党内以及各种政治、军事力量均分别出现尖锐对立的意见;而且由

于问题复杂, 中共领导层内也出现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主张,使其决

策颇费周折。据新近出版的《邓颖超传》所述,周恩来于 1936年 12

月 15日受命出发赴西安之前,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连续开了三

天。� 又据美国记者斯诺的《红色中国杂记》所记,周恩来曾告诉王

炳南:当时“我们一个星期没有睡觉, 想法来做出决定,这是我们一

生中最难决定的事”。 当此之际,张闻天处变不乱, 依据对客观形

势的冷静分析,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胆识。在中共党内率先提出和

平解决事变的正确主张。

　　据斯诺记述,事变发生的当晚( 1936年 12月 12日) ,中共中

央所在地保安举行盛大群众大会,“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

会, 并讲了话。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——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

石”。! 对此, 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其《中国纪事》中, 也作了同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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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德加·斯诺:《红色中国杂记》,党凡英译,群众出版社 1983年版,第 11页。

金凤:《邓颖超传》,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,第 209页。

《张闻天选集》,第 105页。



记述: “我也参加了集会,毛泽东首先在会上讲话”, “主要的内容

是:清算和公审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叛徒蒋介石的时候到了, 只有

对他清算,才能为全中国一致抗日开辟道路;必须要求南京政府立

即停止一切内战, 特别是反红军的内战”。� 与下述毛泽东次日在

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相印证,上述记载是可信的。当日, 中共中央

致电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, 也指示其发动人民,“要求南京明令

罢免蒋,交人民审判”。�

　　在当时大多数人出现急躁情绪的情况下,张闻天始终保持冷

静,对国际国内形势及中共应采取的对策作了清醒、正确的分析。

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之前一个月, 即蒋介石命令朱绍良、胡宗南进攻

陕甘宁苏区, 国共处于严重军事对抗之时,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

局会议上即已指出, 当前的形势是:“南京方面更有走上抗日的可

能,原因是日本的进攻,英的态度强, 蒋的动摇, 走到抗日方面来的

较多。不能因他压迫我们, 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,而

会与日妥协。” 事变爆发次日,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

会议,讨论相应对策。会上,在关于对蒋的处置办法和对南京的策

略两大实质性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讨论,出现两种不同意见。作为

军委主席并分管统战工作的毛泽东, 主张“要求罢免蒋介石,交人

民公审”,认为“把蒋除掉,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”。!他同时主张

在西安成立一个名义上不叫政府的实质性的政府,迫使南京政府

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, “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, 控制南京”。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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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( 1936年 12月 13日) ,转引自张魁堂前引文,《近代

史研究》1991年第 2期。

转引张培森:《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》,《人民日报》, 1988年 8

月 15日。

《中共中央书记处致胡服同志电》, 1936年 12月 12日(一作 13日) ,《中共中央抗

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》(中) ,档案出版社 1985年版,第 315页。

转引自张魁堂《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》,《近代史研究》1991年第

2期。



与会的其他中共领袖除周恩来、博古主张“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

京对立”外� , 绝大多数人的发言也都主张“审蒋”、“除蒋”、“以西

安为抗日中心”。张闻天的态度与此不同, 针对会上大多数人提出

的偏激主张, 他明确地提出了“两不、两争取”的策略原则。他指出:

“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,向着全国性抗日

方向发展。”因此,中国共产党总的方针,是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

线,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”。在策略上,中国共产党必须“把

抗日为最高旗帜”,“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, 与分化、孤立, 我们不采

取与南京对立方针,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(实际是政权形式)

⋯⋯尽量争取南京正统,联合非蒋系队伍。在军事上采取防御,政

治上采取进攻”。他还指出,在形势突变的关头, 处理问题更要冷

静,“现在有新的困难、新的矛盾,需要我们慎重考虑。这依靠我们

党的策略正确。我们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。不要急躁, 自己造成

自己的困难”。�

　　张闻天提出的“两不、两争取”、推动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

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,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指

明了正确方向,并得到与会者的原则同意。但是,由于与会多数人

的坚持,会议在确定和平解决事变、争取南京政府的方针的同时,

保留了“除蒋”及“以西安为中心”的思路。在 15日毛泽东、朱德等

红军将领致国民党、国民政府的电报中, 即仍要求其“自别于蒋

氏”,“罢免蒋氏,交付国人裁判”。 

　　形势的发展,证明了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的张闻天的远

见卓识。除蒋与否,并非是一个人的问题, 而是关系到当时中国最

·178·

�

�

 《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》,《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

编》(中) ,第 320页。

张闻天 1936年 12月 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,《张闻

天西安事变前后发言和电报六篇》( 1936 年 12月 13日—1937年 1月 26日) ,载

《党的文献》1988年第 3期。

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( 1936年 12月 13日) ,转引自张魁堂前引文,《近代

史研究》1991年第 2期。



大的政治、军事力量即国民党、南京政府及中央军的维系的问题。

事实是,此时在国民党中除蒋以外,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他而能

保持国民政府及其军队不走向分裂。同时,从力量对比看,以西安

为中心控制南京的策略,不仅是不切实际的,而且极有可能导致全

国规模的内战。事变之后, 全国舆论掀起一股拥蒋和谴责张、杨的

浪潮;“讨伐”西安的军队大兵云集,内战一触即发。当此之际, 中共

中央原持“除蒋”意见的人也感到了问题的复杂与严重,从而改变

了看法,赞成力争和平解决事变。而在此前,张闻天和中共中央于

15 日派出主张“不与南京对立”的周恩来、博古等赶赴西安,相机

行事,也成为促成“和平解决”的重要一着。

　　12 月 18日,中共中央发表《致国民党中央电》,转持“和平调

停”立场。次日,张闻天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,讨论处理事

变的方针。在中央领导者大多改变原来主张的基础上,张作了重要

发言。关于对蒋的处置办法,张指出,我们“不站在反蒋的立场,不

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”。他批评“审蒋”主张的错误说:“我们应把抗

日为中心,对于要求把蒋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。”� 发言中,

张对事变发展前途的两种可能,中共应“尽量争取时间, 进行和平

调解”的基本方针和策略, 以及对失败可能性的准备等, 作了全面

的分析。针对事变后苏联对张、杨的激烈的公开抨击,张闻天明确

指出,苏联当时“只能这样说”,否则会引起“与南京的对立”,但中

共不能采取同样立场。� 当时共产国际(实由苏联控制)与中国共

产党是上下级关系。张对问题的处理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与灵活

的策略性的有机结合。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《关于西安事变及

我们任务的指示》。《指示》除指出张、杨发动事变目的是抗日救国

外,规定中共的任务是: 一、坚持“和平解决”方针;二、用一切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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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”;三、同情并“给张、杨以

积极的实际的援助(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)”;四、“切实准备‘讨伐

军’进攻时的防御战”。�

　　12月 21日, 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西安的

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, 提出在六项条件下,“恢复蒋介石之自由”。

12月 25日,蒋在作出抗日等项承诺后, 由张学良护送离开西安。

但蒋获释后立即将张学良扣留, 以大兵进逼西安。东北军发生严重

分化,内战阴云重新密布。在这种情况下, 西安方面以“少壮派”为

主,主张武力对抗南京的呼声很高,中共内部也有人对争取蒋系的

策略发生动摇。这时, 张闻天仍然坚持以抗日大局为最高旗帜,不

为表面的现象所动摇, 继续努力国内和平。1937年 1月 2日, 张闻

天再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,分析形势,提出对策,统一

思想。在会上,张闻天对形势作了全面估量,指出:“南京方面要进

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,他(蒋介石)主要还是一

方面以武力来威胁, 一方面来分化西北”,“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

中,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”, 而将“主要火力向着亲日派”。� 张

的分析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,他的讲话为中共中央采取对

策指明了正确方向。在情势最紧张的关头,张还亲自秘密前往西

安,直接领导处理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,为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

巨大贡献。

　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, 统一战线进入国共双方正式谈判的重

要阶段。为推动和谈进程, 表示中国共产党“团结御侮之诚意”,张

闻天为中国共产党起草了著名的《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》

( 1937年 2月10日)。该电要求国民党在“和平统一,团结御侮”的

方针下,实行停止内战、释放政治犯、召集各党派会议共同救国、迅

速完成抗日准备、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项国策;中国共产党则作出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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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、工农政府改名为特区政府与红军改

名为国民革命军、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民主制度、停止没收地主土

地等四项保证。此后,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,蒋介石表示了停

止武力“剿共”、正式重开国共谈判的态度。该会宣言和决议提出了

“和平统一”方针,表明国民党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合作抗日的

主张,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。

　　事实证明,从中共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启动到瓦窑堡会议对

这一策略的正式确立, 从“抗日反蒋”到“逼蒋抗日”的方针调整,从

西安事变爆发到最终和平解决,张闻天一直代表和主导着中国共

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正确方向。

(作者单位: 云南昭通师专历史系)

(责任编辑: 荣维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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